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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恩格斯诞辰２００周年

吕 宏 山

国家起源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涉他们对国家本质、职能、暂
时性与消亡趋势的理解，是他们构想未来共同体时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区别于自由
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标识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核心理论，国家起源
理论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围绕着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平等社会与酋
邦，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观点上的差异，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等多个方面，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在研
究深度和视野上亦略有不足。对国家职能“两重性”的思考表明目前的研究开始转向这一理论的
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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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吕宏山，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地址：武汉市，邮编４３００７３。

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其产生意味着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人口、财富不断
增加，社会分层、阶级分化日益明显，政治活动的作用渐趋重要的历史阶段。作为一种政治组
织形式，国家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产生，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关注
的核心问题之一。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致力于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在研究政治经济
学之前，马克思就对现代国家的本质、历史与前景发表过重要见解。有论者指出，马克思首先
研究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后才创立历史唯物主义。① 在如何理解现代国家（民族
国家是它的同义词）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一道，做出了最重要的贡
献。② 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停止过对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历史学
与民族志材料。③ 在晚年，他放慢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摘抄和评注了一系列人类学著
作，对国家的起源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研究的基础上创作
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文一律简称《起源》）。在他看来，国家形成的标准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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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典人类学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ＣＫＳ００５）、华
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般项目“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与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０１９ＧＪＺＬ０１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前言，第１页。

参见［美］约翰·Ａ·霍尔、Ｇ·约翰·艾坎伯雷著，施雪华译：《国家》，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页。

参见［英］莫里斯·布洛克著、冯利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２章，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第一，按地区划分国民；第二，公共权力的设立。① 恩格斯归纳出国家的本质：它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
量”，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
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②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传播、应用与发展

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一生的大致经历和理论贡献。同时，恩格斯也没
有停止自己的历史学研究，并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内容和特征作了细致说明。列宁指
出，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恩格斯在学识上至为渊博，并且是当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
论制定者和行动指导者。③ 恩格斯的理论工作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们
看来，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那么，它对解决国家起源问题便具有方
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国家问题得到他们的普遍关注与思考。实际上，正是对现代国家的性质、无
产阶级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方式的不同理解，才造成伯恩施坦（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考茨基（Ｋａｒｌ
Ｋａｕｔｓｋｙ）、卢森堡（Ｒｏｓａ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等人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因此，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起源、本
质、暂时性和消亡趋势的分析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历史研究与政治行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早期接受史
《起源》一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大受欢迎。④ 考虑到当时德国正实行“反社会党人法”，

《起源》对物质生产方式、阶级斗争在国家起源中的关键作用的揭示，便显得意义尤为重大。在
该书的影响下，梅林（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拉法格（Ｐａｕｌ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库诺（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Ｃｕｎｏｗ）等人都
着手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例如，梅林考察了普鲁士国家的形成。⑤ 而在拉法格的全部著作
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他探讨了人类历史各个时期不同的财产
关系、婚姻家庭形态和宗教信仰状况。拉法格关于国家起源的经济基础的论述，是对恩格斯相
关理论的补充。⑥ 库诺（Ｈ．Ｃｕｎｏｗ）则在《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中强调了黑格
尔的市民社会学说对马克思国家起源观的重要影响，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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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第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５页。

参见列宁：《弗里格里希·恩格斯》，《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１页。

参见［德］乌尔苏拉·赫尔曼：《〈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８４－１８９５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传播》，《马克思
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２—２０３页。

参见Ｆｒａｎｚ　Ｍｅｈｒｉｎｇ，Ｄｉｅ　Ｌ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ｄｅ，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１９５３。恩格斯称该书对普鲁士国家形成的分析，是相关著
述中“唯一出色的论述”。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５９页。

参见李长林：《保·拉法格对家庭史研究的贡献》，《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
族学的贡献》，《思想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１期；郭小香：《拉法格对史前社会研究的贡献》，《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需要注意的是，拉法格试图区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不同，但总用无机界的事例类比有机界的事例，用生物学的成果解决
历史学的问题；与此同时，拉法格又过分强调了政治形态演变中的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决定作用，使得他在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说明具体事件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机械论色彩。总之，拉法格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包括国家起源
观）简单化为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单一线路的历史发展理论。他的理论杂糅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吸收了泰
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海克尔（Ｅ．Ｈａｅｃｋｅｌ）等人的诸多观点，表现出较强的实证主义色彩。



家理论。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经由普列汉诺夫（Ｇｅｏｒｇｉｉ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等人的引介，在
俄国得以传播。１９１８年，列宁出版了《国家与革命》。在该书中，他从恩格斯关于国家的阶级
本质的观点出发，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② 《起源》实则成为苏联民族
学的理论起点。虽然《国家与革命》不是一本专门考察上古史的著作，但在苏联成立之后，作为
政治领袖的列宁关于国家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结果的论断，对当时民族学、历史学关于国家起源
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有研究者指出摩尔根对苏联民族学有巨大影响，甚至处在
理论界“家神”的地位，③但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苏联民族学家便对摩尔根、恩格斯的婚姻－
家庭理论提出过异议；相对而言，恩格斯、列宁的国家起源理论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地位。
在此之后，斯大林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顺序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按照这一理论框架，最初的国家皆为奴隶制国家。因此，苏
联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时致力于用实例来证明：私有制的产生、母权
氏族向父权氏族的过渡、奴隶主阶级的兴起及其对奴隶的剥削。在此过程中，苏联理论界取得
了巨大成就，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材料；然而，也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如过于死板地套用斯大
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④

在欧美考古学界，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观亦得到部分人的热烈欢迎。柴尔德（Ｇｏｒｄｏｎ
Ｃｈｉｌｄｅ）即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考古工作。他不满当时的考古学界只将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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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库诺认为国家日益成为社会的管理者，且可以与社会革命并存，并据此否定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他进
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倒向机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并鼓吹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参见［德］亨利希·库诺
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１０－１２章，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库诺思想转变之后的政治观
点，可参见亨利希·库诺著、韦任明译：《党破产了吗？》，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４９页。列宁激烈地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歪曲，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应承认只有阶级
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而国家的完全消亡将发生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２０６、２５７、２７３页。列宁与上述库诺之
间的观点差异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现实政治意义。

参见Ｐ．Ｔｏｌｓｔｏｙ，“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５４，Ｎｏ．１，１９５４；

Ａｎｄｒｅｉ　Ａ．Ｚｎａｍｅｎｓｋｉ，“‘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Ｇｏｄ　ｉ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５，１９９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９２４６２６４２。
苏联理论工作者试图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统一概括东西方历史。例如，他们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奴隶

制发展的低级阶段，并把古代东方诸国描述为建基在“水利灌溉”之上的专制集权国家。类似的观点甚至写进了历史教材，

如［苏］柯瓦辽夫著、何东辉译：《古代东方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该书是苏联中学五、六年级用的古代世界史读
本。这些论著在进入中国之后，遭到了学术界的激烈反对：认为它们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在这些反对者中，有人认为应该彻底抛弃“五种社会形态”的框架；而如郭沫若等人则在该框架下，构建了自己关于中国的
“奴隶社会”的理论。后者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遭到了国内“无奴派”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对此可参见陈民镇；《奴隶社会之
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这里涉及奴隶制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城邦问题与东西
方国家差异等多个议题，其中争议远超本文的内容范围。即便笔者把考察的范围缩小至《起源》一书本身，不同学者对该文
本的解释都差异巨大。作为目前编辑质量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以下按学界惯例简写为 ＭＥＧＡ２），其第１部分第２９卷正文专收《起源》。该卷的编辑者在附录中注释奴隶
制时写道，在古代东方和古典社会形成的早期，奴隶制多半以父权家庭奴隶制的形式出现，且仅起次要作用，之后，希腊罗马
把奴隶使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注释“三种基本奴役形式”时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讨
论了存在于东方社会数千年之久的东方专制主义，它有着不同于希腊社会的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的形式，因恩格斯仅知道
它的停滞和衰落阶段，所以未在《起源》中论及它的建立过程。参见ＭＥＧＡ２　１／２９，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０，Ｓ．６９５、７００。这
种国内学术界曾大力批判过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调式的注释是否为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笔者姑且不论。但它至少
表明，奴隶制问题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绕不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文物进行类型学的排序，提倡依据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料背后的文化现象。他写道：“马克思提
出并坚持他的唯物史观：在推动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状况、社会
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现在，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唯物史观逐渐为学术界接受。对
于一般公众和学者而言，历史学研究渐渐成为文化史的研究。”①柴尔德从考察史前社会人群
的谋生手段入手，致力于阐明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他把农业的起源命名为
“新石器革命”，指出农业生产使得人群得以定居，人口得以增多；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村落逐
渐发展成城市，阶级日趋对立，这样的“城市革命”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② 柴尔德没有拘
泥于具体语句，而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理路与方法，以“两次革命”的学说推动
了理论的发展，对当时的考古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传播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以社会进化为主题的译著、专著多达七八十本，其中大多都包含

国家起源方面的内容。③ 同时，还出版、翻译了房龙（Ｈｅｎｄｒｉｋ　Ｖａｎ　Ｌｏｏｎ）等人通俗性质的人类
史著作。算上各类报纸、杂志、小册子上的文章，应该说，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ｒｗｉｎ）、斯
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海克尔 （Ｅｒｎｓｔ　Ｈａｅｃｋｅｌ）、孔德 （Ａｕｇｕｓｔ　Ｃｏｍｔｅ）、梅因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ｉｎｅ）、摩尔根等古典进化学派的主要代表的理论已为国人所熟悉。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
仅致力把古老的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还肩负着“重写中国史”的责任。因此，这一时期几
乎所有书写中国上古史的努力都不仅是为了弥补中国传统史学的局限，还或多或少地带有政
治目的。④

１９２４年，蔡和森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该书以《起源》为主干，综合摩尔根、拉法格、
巴霍芬（Ｊ．Ｊ．Ｂａｃｈｏｆｅｎ）等人的著作，第一次向国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
理论。⑤ 郭沫若首次系统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将自己的著作《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看作《起源》的“续篇”，因为摩尔根、恩格斯极少论及古代中国。郭沫若把古典文献，
同甲骨卜辞、周金文融合在一起，并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方法，考证了殷周时期阶级的分化与社
会形态的转型，说明了周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书中的解释体系存在着
教条主义等不足，但他把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之中，确实“开了一
个新纪元”。⑥ 在此之后，李达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现代社会学》两书都扼要地介绍了马克
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在李达的指导下，吕振羽于１９３４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他批判了马扎亚尔（Ｍａｚａｒ　Ｙａｒ）、魏特夫（Ｋａｒｌ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等人的“水利灌溉”理论，并指出，中
国社会的发展与其他民族之间并无不同，那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特殊，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为
东方专制主义的做法不可取。⑦ 吕振羽以恩格斯等人的理论为基础，论证了殷商之前父权氏
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过程，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他结合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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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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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５页。

参见［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第８１页。

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得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版。

正如梁启超所言：“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
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２页。

参见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６－６５２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参见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页。



人类学资料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侯外庐在研究中国社会史时，不仅借鉴了《起源》，还广
泛征引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多种著作。最重要的是，他以实例证明了
中国宗族的长期存在性，及其始终对古代各种社会制度具有巨大影响等。①

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革新古典史学、重写“中国史”的思想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
起源理论作用显著，《起源》是当时被引最多的著作之一。蔡和森、郭沫若、李达、吕振羽、侯外
庐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观所作的研究不是单纯考据式的文本解读，还将它直接应用到
中国古代史的梳理之中。他们用氏族、财产、阶级等一系列新颖的词汇来检讨历史典籍、神话
传话；用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等理论来分析出土器物、甲骨金文背后隐藏的历史现象。这无疑
促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走上现代学术道路。有论者称：“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出两
种情形，一种是进化论史观发展到了一定地步，便显现出其无力的一面；而新考据学又限制了
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总过程无法作出明确的阐释。另一种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富有活力。”②而在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中，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始终结合
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兼具“历史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双重功能。《起源》对国家本质和消亡
的分析等内容不仅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得到应用与普及，其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于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传播亦发挥着积极作用。③

新中国成立之前，追溯中国国家起源的还有王国维、顾颉刚、李济、梁思永等人。他们或擅
于考据文献，或长于考古发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他们大多持理解并愿意加
以吸收的态度。同时，朱应琪、朱应会、徐楚生、陶孟和、熊得山等人还把库诺、米勒利尔
（Ｍüｌｌｅｒ）、普列汉诺夫等人评述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观的著作翻译过来，进一步加强了
该理论的影响。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在当时的中国理论界绝没有占据主导地
位。以人类学为例，在２０世纪前半期，占据理论主导地位的是英国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
美国文化学派。多数人类学家秉承了上述学派对古典进化学派的批判态度，只有一小部分人
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④ 例如，吴文藻写于１９３２年的《文化人类学》一文是对近代
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简要概括。在该文中，作者简述了古典进化学派的主要代表及其学说，并站
在功能学派的角度对斯宾塞、泰勒、摩尔根等人展开了批判。⑤ 杨堃自法留学归国后，致力于
译介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等人的学说，并对李达等人传播马克思主
义社会发展观的著作提出了商榷意见。⑥ 诚如学者指出：“如果从学派的角度来看，似乎在２０
世纪前半期还没有产生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但是当时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
者乐于引用恩格斯的著作，至少表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的看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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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吕振羽、李亚农等人对此亦有简要论述。侯外庐之后还将此现象诉诸周人的“早熟”。参见侯外庐、赵红
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１页。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３页。

阿里夫·德里克对此有专章分析。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的起源：１９１９—１９３７》第５章，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林惠祥对社会演进论派的评述较为温和。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２篇第２章，《林惠祥文集》（上），厦门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参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参见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０页。



（三）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应用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整个西方理论遭到了否定与批

判，苏联学界的理论取得了支配地位。《起源》，乃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被指定为学习马克思
主义时的必读书。《社会发展简史》等众多《起源》的改写本、简写本被列为党政干部的学习书
籍。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婚姻、氏族、私有制、国家的看法很快便被写进各类教材及通俗
读物而获得极大传播。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界、历史学界开始接受苏联学者的指导。① 柯斯文

（М．О．Кбсвен）、切博克萨罗夫（Чебоксаров）、托尔斯托夫（С．П．Толстов）、格拉德舍夫斯基
（А．Н．Гладыщевский）等人的著作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苏联民族学与
历史学不仅在思想上，还在学科体系建设上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全国范围
内，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被取消，民族学被定义为一门研究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学科，其核
心课程被设置为“原始社会史”；而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证实、补充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它
主要讲授的内容之一便是无阶级的社会如何转向阶级社会，以及国家是如何出现的。同时，全
国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这之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按照斯大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标准
核查各少数民族处于何种历史状态，并以其中的具体事例结合同时期考古学的发现来证实群
婚、母权氏族的存在，证明父权氏族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联。恩格斯、列宁的国家起源观是当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民族学的核心理论之一，直接指导着相对应的史学写作和民族学田野
工作。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得到普及并在应用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这不意味着它本身得到

了高质量的研究。由于与西方理论界断绝了关系，人们对国家起源的讨论基本都在带有强烈
苏联理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② 在理论研究领域，马恩列斯关于上古史的论述皆
被视为不可置疑的权威。学者往往忽略所引马恩列斯著作的具体写作过程，试图调和经典作
家论述之间的矛盾，将其整合成一套恒之有效的公式。以“民族”为例，摩尔根、恩格斯都认定
“民族”是社会进入国家之前的最高组织形式。然而，由于斯大林把人类民族的发展过程概括
为“氏族－部落－部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如此便带来一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在
国家出现之前已有“民族”，斯大林则用“民族”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后的具有相同语言、地
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的群体。那么，汉语中“民族”这个术语是否还能指称前国家时期最高
形式的社会组织呢？③ 再如“原始社会分期”这个问题，它讨论的是如何划分国家出现之前的
社会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之所以能够引发多次学术论战，诚然有部分原因在于摩
尔根、恩格斯关于史前各时期的划分标准不太经得住考古学的验证，但更大的原因是研究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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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王建民、杨圣敏、胡鸿保等人对中国人类学史的梳理均有涉及，笔者不一一引述。在当时，《民族译丛》《民族问
题译丛》《史学译丛》与《历史译丛》均以翻译苏联理论界的论著为主。

顾定国称人类学界的这种情况为“内部辩论”。参见［美］顾定国著、胡鸿保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
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第３、４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潘光旦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起源》一书的译注，因为对书中
不少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见解，尤其难能可贵。参见王健：《潘光旦译注〈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解读》，《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国外术语在翻译成中文时的混乱更加剧了研究者之间的争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为了厘清、规范“民族”“族
群”“人民”等词的含义，全国开展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争论，学者也明确了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定义的理论发展过程。然而不
知为何，在很大一部分论及国家形成的著述中，人们惯常把《起源》中的社会组织演进序列概括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
联盟－国家”，也就是说“民族”这一阶段被取消了。



图把各类内涵并不一致的关于“原始群”“氏族”“公社”的观点整合在一起，理论论争时概念使
用上的“错位”始终是最大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们确实在“民族”、“原始社会分期”这类问题上下了大量功夫，其中
一部分成果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但是，这种“摘录印证”式的研究方式只能获得一套教条
般的理论体系，而试图把经典作家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言论整合在一起更使理论体系的内
部矛盾重重，本来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变成了一种“公式”，一套浅薄的“社会理
论”，而人们只需要往里填充实证材料即可。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数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国
家起源理论的争议迅速失去了吸引力，诸如“原始社会分期”的讨论成果也被舍弃不用了。一
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在梳理学术史成风的今天，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关于马克思
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乃至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诸多议题与讨论，国内学界还缺乏细节性的总
结研究。不少相关学人的著述得到了结集出版，然而大多没有导论、注释和索引，一些文章甚
至在不清楚学术史的前提下读起来令人一头雾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累积了相当多
的实证材料。这一时期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本来，人们利用这些材料完全可
以很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然而，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却充满教条主义的色彩。

一些研究成果表面上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国家起源”的口号，实际上却运用的是粗糙
的“类型学”“文化圈”等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与实证主义的社会演进学
说等同起来。一位论者委婉地指出：“由于一些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考古研究上起作
用，中国考古学一直缺乏复杂的方法……而中国考古学家一直满足于不加评判地引用摩尔根
和恩格斯的话。这样，在中国有着突出或者说是可能有着独特迹象的那些领域内，一些有助于
建立更出色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良机就被错过了。”①另一位论者则尖锐地指出：“由摩尔根提
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采纳的原始社会发展模式常被刻板地套用于一些考古现象的诠释。

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转化关系也成为划一的公式来定义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而
缺乏一种严谨的方法论将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进行沟通。”②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国内多家出版社相继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文化
人类学、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著作。在上古史、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
理论，结合最新的资料，也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著述。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张光直的考古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运
用国际人类学的主流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史前社会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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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序言第２４－２５页。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页。

例如，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天津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还出版了关于摩尔根的思想评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起源》专论多部，

通史性质的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等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有更为清晰准确和富有深度的论述。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该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论断逐渐过时了。施里曼、伊文思等人在土耳其、希腊的挖掘工作使得米诺、迈锡
尼文明重见天日，摩尔根、恩格斯据以为典型的希腊、罗马国家被证明是“次生文明”。而在西亚、北非、东亚、南亚的考古发
现业已表明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等“原生文明”的国家兴起过程各不相同。传统上被视为氏族社会的阿兹特克文
明也由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而证实为高度发达的政治社会。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国家起源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
理论热点，理论之间的对话愈益富有成效。晚近国内学者如晏绍祥、黄洋等人对荷马时代，以及李隆国等人对德意志早期史
学史的研究均提及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把握这一理论背后的史学史传统皆有裨益。



说明。至为关键的是，通过他的著作，国外学者的国家起源理论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这无疑给
当时习惯用“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演进模式来解释古代社会的理论工作者
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１９８８年，童恩正发表了《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一
文。在该文中，作者评述了摩尔根的研究工作，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理论的借鉴与指
正，严厉批判了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摩尔根的研究完全等同起来的粗暴做法。他认为，当
时中国学界研究原始社会史、人类早期史时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人们依然在使用一
个世纪前由《古代社会》一书提出的整套社会进化理论，既没有根据现有的科学发展予以适时
更新，也没有把中国的现实纳入理论的视野之内；摩尔根的论述被当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
想法，从而使整个理论界困顿不前。① 一位论者指出：“到１９８８年，童先生的那些精彩观点得
以正式发表。尽管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童先生的许多论述还需要补充，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他的那篇文章却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就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第一，
具体的考古学资料成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依据；第二，“多元进化论”成为共识。马克思恩格斯
的国家起源理论作为众多国家起源学说中的一种，其有效性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检视和多数学
者的认同。③ 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分析针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讨论。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人类学理论界开始兴起的英国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和美国文化学派
注重田野考察、共时分析和个案研究。他们对１９世纪后期盛行的社会进化理论展开了全面批
判，并反对古典进化论者利用“残余法”把少数部族的生活图景想象成最初的人的处世模式，指
责这些人是“摇椅上的学者”。

（一）血缘与地缘④

罗维（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ｗｉｅ）或许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唯一一位专就摩尔根、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
论发表过重要见解的人类学家。他强烈反对摩尔根对政治形态演进的说明。在他看来，第一，
因为事件是偶然的，所以不可能从复杂的现象中归结出所谓的规律，古典社会进化论者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他们试图用先验的体系套用真实事件；而在历史中真正存在的、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则是文化的传播，一种文化从其起源地传至别处，不仅使被传地出现了相同事物，也促进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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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４９页。

王铭铭：《“裂缝间的桥”：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３页。

参见高江涛：《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李伯谦：《从中
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常怀颖：《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
研究述评》，《四川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１期；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２期。

笔者认为应该舍弃模糊性非常大的“地缘”一词。因为有学者用“地缘”的术语，实则说的是具有强烈法权意义的
“地区（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ｋｔ、Ｇｅｂｉｅｔ）”概念；另一些学者用“地缘”却讲的是社会学、区域研究意义上的“地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或“居住地”（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这两类概念的差异十分明显，居住在某一地区内的人不一定是占领着该地区的血亲或政
治团体的成员。恩格斯指出国家按地区（Ｇｅｂｉｅｔ）划分它的国民。在笔者见到的、质疑恩格斯观点的著述中，“地区”有地缘、

地域、领土、领域、区域、地盘等多种译法，“地方”或“居住地”亦有地缘、当地、地域、区域、住所、占居等对译词。或许有些翻
译在相关政治学、社会学中是适宜的，但就目前来看，译名的混乱已经干扰了对国家起源理论中的血缘与地区关系的有效探
讨。因笔者在本文中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所以还保留“地缘”一词。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①第二，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亲属组织与地域组织之间没有前后相继
的历史顺序，“把极其多样的现象列入一种年代顺序，是毫无希望的”。② 罗维认为，在摩尔根
之前，梅因于１８６１年出版的《古代法》中已“极为正确地区分了两种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的原
则———亲属关系和共居关系（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他同样正确地强调了前者在较简单文明中的支配
作用，然而他过于看重这一点”。③

威廉·芬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Ｆｅｎｔｏｎ）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利用罗维的批判，并结合当时的研究
状况检查过摩尔根关于易洛魁人的论述。他认为摩尔根忽视了易洛魁社会中的地方因素：“氏
族会议同时是血缘性和地方性的论坛大会……在酋长继承的问题上，会议限制在血亲团体内，
但当议题涉及家户或共同体的政策时，氏族便以地方组织起来，会议成员范围扩大并包含已婚
配偶，它的进一步发展便是乡级（ｔｏｗｎ）会议”；而“摩尔根没有考虑到村庄共同体，这是理解易
洛魁政治组织的基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部落是一群定居点，联盟是村庄之间的同盟。通常
情况下，易洛魁村庄以定居其中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氏族命名，故而氏族酋长也是村庄酋长。

同样地，他主持着一个由诸世系、氏族选举而出的年龄组和有能力的智者共同组成的乡级会
议。参加部落会议的代表则来自各定居点，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诸氏族的酋长……因此，易
洛魁联盟是作为村庄间的同盟而得以建立，作为建立者的酋长们也是诸定居点的首领，他们集
中代表着各自所处的母系家族、家户以至氏族和部落”。④ 如前所述，侯外庐很早即意识到血
缘组织在中国国家起源和王权中的重要作用。汪连兴亦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重复过这一点。⑤

之后，王震中指出，按地区划分国民这一标准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而不适用于中国等其他古
老文明。⑥ 常金仓也认为，罗维的批判已表明摩尔根、恩格斯在处理国家起源中的血缘与地缘
关系时存在问题。⑦ 晁天义称：“古代中国并没有像雅典、罗马、德意志那样，把血缘组织当作
建立国家的障碍；相反，国家的建立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成果建立王权。国家的建立未必都建
立在地域组织的基础上。”⑧易建平评述指出，国家起源的地区原则“已经受到包括中国材料在
内的许多无法应对的挑战”，⑨目前，仅能见到沈长云明确认为摩尔根、恩格斯提出的国家形成
时的两个标志不宜否定。瑏瑠

作为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的弟子，罗维自然是传播论的坚定支持者。但正如怀特所言，摩
尔根也注意到传播现象的存在。瑏瑡 罗维就此否定摩尔根、恩格斯探索国家起源的努力，否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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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美］罗维著、吕叔湘译：《初民社会》，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２２页。
［美］罗维著、吕叔湘译：《初民社会》，第４３０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Ｌｏｗｉｅ，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８，ｐ．１１．姑且不论摩尔根与梅因的观
点等同与否，这里可以明确地指出前者（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在起源时，与血缘关系相对的是地区关系（而不是共
居关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Ｆ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Ｈ．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Ｎｏ．３，１９６５．

参见汪连兴：《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参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参见常金仓：《进化论人类学的终结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晁天义：《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另见晁天义：《古典进化论
与“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终结》，《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沈长云：《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不宜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

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４２页。



会发展的规律，夸大每一种文化现象的独特性，这无疑是偏颇的。如果把罗维奉行的、传播理
论的基本原则推至极点，“国家起源”的提法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当然，罗维的批判也有合理之
处。因为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较少论述国家形成之后，血缘组织、结社俱乐部等秘密团
体对政治的影响。事实上，即便在现代社会，建基在血缘之上的家庭、宗族也在社会各方面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已为不同国家的事例所证实。

但家庭宗族是否对政治有重要影响，与血缘能否持久地作为区分人群、定义团体成员资格
的标准，是两码事。以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希腊罗马的论述为例，在前国家社会，个人一
出生即可依据血缘关系自然成为该社会的成员，拥有权利和义务，并有资格参与政府、获取公
职来管理公共事务；对该社会而言，一个不同血统的人便是社会之外的人，此社会的政府无权
管理他（她），因为他（她）属于另一个血亲团体组成的氏族社会，他（她）也不享有此社会下的各
项权利，个人与不同血统的他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各自所属氏族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伴
随着农业带来的定居生活，每一个氏族团体都占领着一个地区，彼此地区间的界线即血缘关系
的边界，个人定居在地区内，血缘关系、定居地与占领的地区三者是统一的。最关键的是，只有
作为团体的成员才能占有土地，获得土地收益。对于定居在某一地区内的外人，其身份的不同
非常明显，他（她）所能得到的权益也有限。

当社会中出现大量因战争、经济与移民而来的外人时，旧有的同质性群体不复存在，这些
人在要求土地和政府公职时明显受限；一旦他们不满于无权，甚至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组织
起来反抗旧有的血缘群体对社会成员资格的垄断时，为了不使社会因对抗走向无秩序状态，政
府以公权力为担保，人为地把“公民”资格赋予全体自由民，并让他们注籍于所居住地，形成政
治团体，所有公民都“具备”参与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资格，由此扩大了社会所能包括的人数。

通过这样的方式（ｐｌａｎ）组建起的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被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政治组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其所处的社会为政治社会（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即国家（ｓｔａｔｅ）。①

总之，“从血缘到地区”，这一命题涉及的是个人参与团体、加入政府、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
资格和依据。国家产生之前，个人依据的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之后，依靠的是人为构建的
国民身份。农业带来的是对土地明确的归属意识；人口增多、交往益繁之后产生的，把诸多个
人纳入同一政府之下来加以管理的必要性等诸多因素，合力促使跨单一血缘的、更宽容有效的
社会整合手段的产生。依据血缘或地区构建的团体，内外区别分明，且具有强烈的法权属性，

成员与非成员拥有的权利义务差别显著。如威廉·芬顿所说的，易洛魁人的氏族会议“同时”

也是包括非氏族成员的地方大会，对于其间转变的“轻易”，笔者持质疑态度。摩尔根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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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第７１—７２页。因为考察的是血缘与地区的关系，所
以笔者在此没有论述阶级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对于定居于某一地区的任何人群团体来讲，它都要处理内外两方面事务。

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社会内部出现贵族和阶级对立，外部则要面对谋求公民资格的外人，真正掌握政府权力的是旧血亲团
体中的贵族势力；国家形成之后，在表面上所有公民都能参与管理，但政府的实权在最富裕阶级的手中。摩尔根和马克思恩
格斯之所以称政治组织的基础为财产和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财产和地区”分别对应社会内外、阶级对立与公民资格两类问
题。当最富裕阶级对权力的独占与公民资格的普及两者均实现时，真正的国家制度（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便产生了。

但有一类“人”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即奴隶。严格来说，他们虽是自然出生的人（ｍａｎｋｉｎｄ、Ｍｅｎｓｃｈ），但绝不是法
权意义上的ｐｅｒｓｏｎ，而只是物权意义上的ｒｅｓ，因而恩格斯指出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到国家的产生，奴隶都是最先剥削的对
象。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第１５３、１８９、１９７页；ＭＥＧＡ２，１／２９，ｓ．７７。因
此，笔者认为，对国家起源中血缘与地区关系的讨论，不能离开对财产、阶级关系的分析。正是这一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
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政治属性。



恩格斯没有否认国家出现之后，家庭宗族对政治的影响，只是它们将作为私人性的世系来发挥
作用，社会需要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身份符号。而在笔者看来，现有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仅提
到中国宗族在王权构建中处在核心地位，但对取得王权的宗族如何获得并维持权力（仅凭血缘
吗？），如何把政治统治同对土地的支配结合在一起，又是如何塑造国民认同的（族际是怎样打
破并整合的？）等问题的细节描述可能不足以支持其否定性的结论。
至于摩尔根、恩格斯之所以把国家称为政治社会，追根溯源与他们对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理

解分不开，而这又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相关定义。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
（ｐｏｌｉｓ）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某个整体”，一个人不论血统，“只要参与了某一政体，他
就是一位公民了”；公民有一定财产，享有统治权，能担任官职，也能服从统治；而“仅仅为了生
存本身，人类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所以“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① 摩尔
根、恩格斯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定义并没有脱离西方的古典学传统。而马克思在摘录《古代社
会》时，明确指出摩尔根所言的政治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② 因此，笔者认为，对马克思恩格
斯国家起源理论的探讨与评议，首要的应是确定概念的具体含义，其次梳理清楚学说背后的方
法论，才能得到有效的对话成果。而用泛化的政治、社会、个人等概念，或另使用其他学科与领
域的词汇（如前述罗维、威廉·芬顿的做法）来批判摩尔根、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不管具体
事例如何，都始终存在着对话不对等的局面。

（二）塞维斯与酋邦理论

１９世纪的古典进化论者大多信奉“单线进化”理论。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这种理论经由
马林诺夫斯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博厄斯等人的批判，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二战之后，在
怀特（Ｌｅｓｌｉｅ　Ｗｈｉｔｅ）、斯图尔特（Ｊｕｌｉ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ｄ）等人的努力下，进化论在美国得以重新流行。
不论是怀特的“能量学说”，还是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基本都摒弃了“单线进化”的信条，
转而强调“多线进化”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经济社会形态的著述受到了
新进化论者的高度关注。
在塞维斯（Ｅｌ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看来，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国家起源时存在的最大问

题便是过分强调了氏族社会（平等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之间的断层。他写道：“然而，从摩
尔根的平等‘氏族’社会向更集中、不平等（世袭社会）、以及新的财产形式等的发展中，却没有
相应的阶段划分。摩尔根认为从原始社会向政治社会的变迁相对而言是突然性的……这些问
题自摩尔根时代起，一直困扰着如蔡尔德、斯图尔特和怀特这样一些现代进化论者，以及可能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坚持摩尔根的二分法，这些学者被迫对一些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进行巧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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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９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７３、７６、８５页。在现行的《古代社会》中译本中，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的翻译不严谨，有时被译为“政治”“政治的”，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的混译导致绝没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的前国家社会在中译本中居然
有了“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这严重偏离了摩尔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的定义。实际上，《古代社
会》第二编的题目“管理观念的增长”（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表明摩尔根是在梳理政府的发展历程中来探讨国家
起源的。参见 Ｌｅｗｉｅ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ｏｂｉｎ　Ｆｏｘ，Ｎｅｗ　Ｂｒｕｓｗｉｃｋ，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０，ｐｐ．６－７，ｐ．６２。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８９页。
［美］埃尔曼·Ｒ·瑟维斯著、贺志雄等译：《人类学百年争论：１８６０－１９６０》，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９页。

瑟维斯（Ｓｅｒｖｉｃｅ）现多译为塞维斯。



塞维斯建议引入“酋邦”这一概念来指称部落之后的社会组织形态。它是介于部落与国家
之间的过渡阶段。较之于部落，酋邦的组织程度更高，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它有一个稳定的、常
设的中心机构。酋邦虽然没有以武力压迫为基础的强权机构，但存在集权和世袭制。它不一
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宗教发展、战争激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而旨在保护自身的官
僚制政府的形成标志着国家的产生。由此，塞维斯把原始社会的演化阶段调整为“游团－部落

－酋邦－国家”。①

客观地说，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在对庞杂的、民族志资料的细致整理上得出的，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始社会如何向国家过渡的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马
克思恩格斯亦注意过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国家起源前社会的等级化，这一点尤其能从他们对摩
尔根论述希腊、罗马国家兴起时的共和主义和进步主义论调的拒斥看出来。因此，塞维斯的批
评并不公正；不过，他提出的酋邦理论把从平等社会到国家的中间阶段予以了具体化。就此而
言，酋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观的合理补充。② 但是，塞维斯也用自己温和的社会渐
进理论来淡化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历史作用的强调。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进化变迁
首先开始于技术－经济部门，接着影响社会关系，然后是政治，最后是纯粹作为上层建筑的意
识形态。今天，这个主张还是强有力的———尽管基本上是一种教条，而不是科学。”③从这段话
中不难看出，塞维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决定论同马克思主义混同起来，他也不认同经济
发展、阶级分化对国家产生的巨大作用。事实上，塞维斯并不认为在酋邦这个过渡阶段存在经
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就此而言，塞维斯的酋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观之间还是存在
着质的区别。
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谢维扬把摩尔根、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概括为部落联盟模

式，并认为，经由部落联盟模式形成的国家多为民主制国家，建基在酋邦之上的国家多为专制
国家；希腊、罗马是前者的主要代表，中国是后者的重要范例。④ 针对谢维扬的概括，易建平指
出，在摩尔根、恩格斯那里，前国家时期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是民族，而非部落联盟；国家形成
模式同政治形态也不挂钩。⑤

（三）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对立”

１９７２年，劳伦斯·克拉德（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ｒａｄｅｒ）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在该
书的序言中，克拉德借由考察“民族学笔记”与《起源》之间的细微区别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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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酋邦理论自引入国内，其理论内涵、基础及在中国的适用性曾激起多次争论，其间成果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只罗
列笔者写作此小节时参考的文献。参见［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
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展立新：《新进化论璞玉与功能主义瑕疵———评塞维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民族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易建平：《论塞维斯与弗里德文化演进理论的区别》，《世界历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酋邦概念与国家探源———

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导读》，《东南文化》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易建平最先明确指出到这一点。参见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２０００年
第６期；易建平：《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美］塞维斯著、黄宝玮等译：《文化进化论》，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页。

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９、７２、７６页。

易建平对谢维扬的反驳有论文很多，仅讨论“部落联盟与民族”的即有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
权力结构》，《世界历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再思考》，《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
第５期；《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向摩尔根道歉》，《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７期。其中
的大部分论文已收入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政·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人思想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是多线进化论者，而恩格斯是单线进化者；马克
思始终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思考国家的产生，而恩格斯却提出“两种生产”理论，从而导致对国
家产生前后历史的阐述在解释体系上的断层；马克思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氏族社会的
解体，而恩格斯却乐于构想出一个平等的原始社会；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观点的取舍非常谨慎，
而恩格斯却无条件地接受摩尔根的理论。①

克拉德的上述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在人类学思想上的细化。这种“对立论”在
克拉德之前，便由卢卡奇（Ｃｅｏｒｇ　Ｌｕｋａｃｓ）、李希特海姆（Ｇｅｏｒｇｅ　Ｌｉｃｈｔｈｅｉｍ）、费切尔（Ｉｒｉｎｇ
Ｆｅｔｓｃｈｅｒ）等人明确论述过：恩格斯被描述成一位坚持经济决定作用的机械唯物论者和信奉自
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者。他与崇尚人道主义、精通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埃尔哈德·卢卡斯（Ｅｒｈａｒｄ　Ｌｕｃａｓ）在克拉德之前也论述过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在人类学思想上
的差异。他认为，恩格斯在阅读与处理《古代社会》及马克思对该书的摘录时是很草率的，写作
《起源》第１版时并没有仔细核对材料，即便经过修订，《起源》的第４版“也没有成为一个彻底
而又成熟的作品”，对德意志国家形成的论述亦“与摩尔根的方案相悖”。② 诺曼·莱文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ｅｖｉｎ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一文中沿袭了卢卡斯的观点。③

莫里斯·布洛克（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ｌｏｃｈ）也认为由于恩格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绝对信
任，致使他毫无批判地接受了摩尔根关于群婚杂交、原始共产主义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已经被
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当恩格斯假定一个既没有各种原则冲突，而且每一种事情都是美妙轻
松的前阶级阶段时，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历史的变迁”。④ 安德烈·金格里希
（Ａｎｄｒｅ　Ｇｉｎｇｒｉｃｈ）承认，“马克思的工作在很早以前就对德语区人类学产生了一些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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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ｒａｄｅｒ，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Ａｓｓｅｎ：Ｖａｎ　Ｇｏｒｃｕｍ＆Ｃｏｍｐ．Ｂ．Ｖ．１９７４，ｐｐ．１－
８５。除《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序言之外，克拉德还就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写有评述多种，如《作为民族学家的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马克思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其中一部分已译为中文。克拉德
最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思想上的差异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尽管杜娜叶夫斯卡娅和罗斯蒙特从哲学的角度批判
了克拉德的总结在思想上的平庸，但毋庸置疑的是，克拉德的著述是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的起点，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
想差异的梳理在之后西方学者的论著中一再出现。参见［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

和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６８－３７１页；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ｉｎ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ｇｒｅｎ　ｅｔ　ａｌ．，Ａｒｓｅｎａｌ：Ｓｕｒ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Ｃｈｉｃａｇｏ：Ｂｌａｃｋ　Ｓｗ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ｐ．２０１－２１３；
王莅：《劳伦斯·克拉德对“晚年马克思”的发掘》，《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晚近如希思·布朗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
妇女思想的比较，很大程度上依然在重复克拉德的结论。参见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Ａ．Ｂｒｏｗｎ，Ｍａｒｘ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Ｌｅｉｄｅ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２，ｐｐ．１７６－２０９。虽然克拉德的著述在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的热
潮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颇为遗憾的是，克拉德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序言始终没有全部被译为中文。国内学界
对他观点的反应也平平，除叶卫平、朱传啓、刘娜娜、袁雷等人不是很全面的批判之外，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较为细致的反
驳。参见刘娜娜：《恩格斯晚年国家起源理论再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６年第３期；袁雷：《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学
说的科学扬弃———兼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Ｅｒｈａｒｄ　Ｌｕｃａｓ，Ｄｉｅ　Ｒｅｚｅｐｔｉｏｎ　Ｌｅｗｉｓ　Ｈ．Ｍｏｒｇａｎｓ　ｄｕｒｃｈ　Ｍａｒｘ　ｕ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Ｓａｅｃｕｌｕｍ，１９６４。
参见Ｎｏｒｍａｎ　Ｌｅｖｉｎ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Ｖｏｌ．６，Ｉｓｓｕｅ１－２，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７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２）的编辑工作揭示了恩格斯写作《起源》时
利用的文献情况。从第１部分第２９卷的附录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仅使用了《古代社会》及马克思对该书的摘录，还借鉴了
马克思的“梅因笔记”。仅以《起源》第８章《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为例，恩格斯引证、使用并涉及塔西佗、恺撒、普鲁塔克、波
利比乌斯、狄奥多鲁斯、卡西乌斯·迪奥、普林尼、加图、查士丁尼法典、迪奥多西法典、利乌特普朗德主教、萨尔维安、高·施
里夫特、保·罗特、雅 ·格林、傅立叶等多人的著述，该章是他长期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卢卡斯和莱文的论调只能显示出他
们自身的轻率。

［英］莫里斯·布洛克著、冯利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６０页。



过，在他看来，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是一种“更具单线性的进化观”；而《起源》仅是“摩
尔根作品的大众化版本，加上一些马克思日记的节选，再加上恩格斯自己对于将来的家庭解体
的一些看法”；这样的一部作品“对学术界和德语区人类学的整体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①

笔者在此只对上述涉及国家起源理论的两点做简略回应。
第一，所谓的“马克思是多线进化论者，而恩格斯持单线进化观”。可以明确的是，关于摩

尔根描述的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的历史发展序列，②马克思恩格斯无疑对其持肯定态度；③对这
一序列的普遍性，马克思亦无反对意见。④ 实际上，恩格斯不仅论述了东西半球发展的不同，
也指明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国家起源时在细节上的区别，就如何看待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而
言，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致的。⑤

第二，恩格斯赞赏易洛魁的氏族社会，马克思亦不例外，正如罗斯蒙特（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指出的那样：“吸引马克思的不仅仅是易洛魁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种与现代工业
文明处处尖锐对立的整套生活方式。他对整个北美印第安社会，尤其是对易洛魁人的全部欣
赏，明确贯穿于文本始终；或许最强烈地体现在他强调了摩尔根提及的易洛魁人具有的、为人
赞赏却随着人类‘财产事业’的发展而极大消亡的‘独立意识’和‘个人的自尊心’。无论马克思
在分析氏族社会时对易洛魁“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持有何种的保留意见，但就他劳心尽力
地摘录摩尔根对易洛魁人文化诸方面往往琐细的描述来看，这些印第安人确实给他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⑥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对国家本质及消亡趋势的揭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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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第９６、９８、

９９页。

学界对摩尔根进化论思想的理论来源颇多争议。斯特恩认为，摩尔根的研究工作始终与其自身的宗教信仰相对
抗，他为此倍感困扰；他没有接受达尔文主义，以至于麦基尔文称《古代社会》是一本能够最有力地对抗达尔文主义者的伟大
作品。参见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Ｓｔｅｒ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ｐ．１９－２９。怀特指责了斯特恩的观点，并为摩尔根的科学工作和达尔文主义者的身份辩护。参见 Ｌｅｓｌｉｅ　Ａ．Ｗｈｉｔｅ，
“Ｍｏｒｇ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４６，Ｎｏ．２。塞维斯则指出，摩尔根在《解
释》中体现的进化方案受惠于地质学和比较语言学，而非生物进化论，他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蒙昧－野蛮－文明”三段论
来自贺拉斯和卢克莱修，他相信人与猿类没有亲缘关系。参见Ｅｌｍａｎ　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Ｈ．Ｍｏｒｇａ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１９８１。塞维斯的观点得到了特劳特曼和摩西的支持。在１８７２年９月３０日给斐孙的去信中，
摩尔根谈到在《物种起源》发表时，他持抵抗态度，只是经过长时期的亲属制度研究，才接受其中的人靠自己、而非神意即能
从最底层进步到现今状态的结论。显然，摩尔根在这里仅谈到他认同达尔文对神正论的否定与生物进化论对社会演进的确
证。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Ｎｏａｈ　Ｍｏｓｅｓ，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６６。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摩尔根是位达尔文主义者，指出他的理论对
马克思恩格斯产生过类似达尔文的影响。但上述对摩尔根进化论思想的研究表明，摩尔根、达尔文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
史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便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避谈人猿关系，而恩格斯则直接把
血婚制家族放置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

肖即指出，摩尔根对前国家社会有阶段性的划分与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工作有一致性，这才吸引了后者的注意。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ｈａｗ，“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１９８４。
马克思在摘录《古代社会》对希腊、罗马的论述时，常比对易洛魁人、日耳曼人的状况。

参见王振海：《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性的再思考》，《文史哲》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林峰质疑了国家起源“罗马”模式的
存在，参见林峰：《恩格斯真的提出了国家起源的“罗马模式”吗？———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本解读为依据》，《教
学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ｉｎ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ｇｒｅｎ　ｅｔ　ａｌ．，Ａｒｓｅｎａｌ：Ｓｕｒ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ｐ．
２０６。马克思恩格斯对易洛魁人的态度无疑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



学的构建意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学界成果颇丰，笔者在此不一一赘
述。① 拉布里奥拉（Ａｎｔｏｎｉｏ　Ｌａｂｒｉｏｌａ）最先指出国家起源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事业的关
联。他认为，马克思通过分析现代国家的兴起，在掌握了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本质之后，才
进而去研究早期国家的起源。② 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是唯物史观，而这种
历史观使人们看清历史进程不外是“从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向另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的过
渡”，“从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过渡”；③拉布里奥拉认为，在“统一的社
会生活的整体”中，经济是“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国家和法……直到今天一直被看作是主要
的或唯一的历史主体”。④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科学之处就在于他从探究资本的原始
积累过程入手，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经济动因，揭露了现代国家的阶级本性。在拉布里
奥拉看来，国家起源的问题很晚才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接触到这一领域之后，用分析现代社
会的方法解释了国家的演进过程，从而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到在我们资产阶级时代构成经济
科学的范畴的各种经济理由和原因的轮廓”。⑤ 拉布里奥拉据此指出，国家起源理论在马克思
主义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既对理解后来的社会形态具有指导作用，也对资产阶
级学者美化国家、抹杀阶级对立的学说具有批判作用。约翰·亨利（Ｊｏｈｎ　Ｆ．Ｈｅｎｒｙ）也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借助摩尔根的著作实现了对国家起源的认知，这与他们之前对国家的研究、对巴
黎公社的反思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国家理论；其对国家阶级本质的揭示使得自身得
以区别于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⑥

莫里斯·布洛克认为，摩尔根始终坚信“社会自身的演变发展导致着自身的灭亡”，⑦这种
从社会内部寻求共同体演进原因的做法恰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
而摩尔根的理论得到了两人的极大信任。布洛克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关注原始社会及
其向国家的转变，既有历史学的目的，也有政治性的考虑，因为不存在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原
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始社会的存在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性
的最佳例证；然而，历史学的目的与政治性的考虑有时是极端冲突的，为了取得政治斗争的胜
利，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在解释国家起源这个学术问题时掺杂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元素，而这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观遭受否定的主要原因。⑧

在帕特森（Ｔｈｏｍａｓ　Ｃ．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阶级关系分化的角度解释国
家的兴起，他们在考察人类早期社会时始终关注的是“社会上出现阶级的原因、形式、过程及其
包含的步骤”。⑨ 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证实了“国家的构造同制度化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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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总括性的著作有刘军：《国家起源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辛向阳：《〈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中的国家理论及其思想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５年第７期；廖学盛《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想
到的》，《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陈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观及其重大意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意］安·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９页。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１３。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４８、１０５—１０６页。
［意］安·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４９页。

参见Ｊｏｈｎ　Ｆ．Ｈｅｎｒｙ，“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７，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０８。
［英］莫里斯·布洛克著、冯利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９页。

参见［英］莫里斯·布洛克著、冯利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３、１１页。
［美］托马斯·Ｃ·帕特森著、贺国强译：《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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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形式相一致，也同统治阶级发展真实的经济关系而再生产阶级关系相一致”。① 而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对考古学家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马
克思主义很好地说明了政治组织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考古学家研究早期国家时
必须借鉴的理论模式；同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能使学者摆脱已有的知识结构的
局限性，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来观察不同的文化现象；最重要的是，现今考古学界用以解释
国家起源的理论框架都不免受旨在阐明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因而对于研究
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家而言，“西方文明是如何崛起的”等理论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古代
美索不达米亚或秘鲁的意义”，②而这正是考古学家要加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必要性之
所在。
卢埃林（Ｔｅｄ　Ｃ．Ｌｅｗｅｌｌｅ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属于“内部冲突理论”。他指

出，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分析是“深刻”而又“尖锐”的，因为恩格斯“天才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运用到了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分析上”，③揭示出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哈斯
（Ｊ．Ｈａｓｓ）、塞维斯等人亦持此论。④ 刘军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国家
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国家除了实现政治统治外，还具
备公共管理的职能。⑤ 姜正君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管理职能对于国家的存在具有
前提性意义，国家是公共权力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分化而产生的。⑥

国家兼有政治统治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要履行若干公共服
务。那么，恩格斯如何看待这两类职能的辩证关系？在写作《起源》之前，恩格斯对此问题就有
过论述：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
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⑦ 也就是说，在国家中，统治阶级必须提供某些公共
服务，否则社会将走向无序化和无政府状态；因而公共服务的提供总是围绕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来展开，它的根本目的旨在保证政治统治的存续。在《起源》中，恩格斯借助摩尔根的成果指
出，在氏族社会，特别是在易洛魁人中，政府直接建基在诸个人（ｐｅｒｓｏｎｓ）之上，政府在社会之
内，这实际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极高参与度，他们把公共事务视为关乎自身和整
个集体的事来处理，纯粹个人的私务不多，或者说公私还没有对立；而自私有财产和阶级产生
以来，少数个体们（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以公权力来谋取私人（ｐｒｉｖａｔｅ）利益，强调私人事务对公共事务
的优先性，在公私分离的过程中，损害的总是社会的全体利益和把部分个人降低为排除在社会
之外的奴隶；人格、权利和自由等等仅为统治阶级的诸个体所有，政府凌驾在社会之上；但“为
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
需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
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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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恩格斯那里，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从属于政治统治职能，后者是根本性的职能，两
者不能隔离开，也绝不是并重的关系。在西方理论界，自伯恩斯坦开始，便有一种论调试图单
方面地强调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避谈国家的阶级本质，并把恩格斯“打扮”成“一个和平的社
会管理主义者和超阶级国家论者，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显然，这是对恩格斯思想
的扭曲”。① 这种论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进入国内学界之后，持续引起热议和批判；而在近
几年激烈讨论“国家－社会”关系的学术氛围下，已有研究者开始深入挖掘恩格斯关于国家“双
重职能”的论述及其价值，以期有更为现实的指导效果。② 应该说，这已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国
家起源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三、结　语

国家起源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前国家社会的考察，马克
思恩格斯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备的原始社会史理论，补充并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形成
的共同体中，虽然人的个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个人之间的人格平等；社会依靠古老的民
主制能够实现良好的治理。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私有财产促进了个体的进步，但这总是以少数
个体侵犯共同体、以更多数人丧失人格为前提的。国家无非是掌握经济主导权的阶级维护自
身利益的工具。
恩格斯写道：“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

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
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
就越独立。”③统治阶级总是试图模糊国家与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使它具有独立性、公共性的
外表；这样一来，观念中的国家离现实基础越来越远，它仿佛成了决定社会的第一性因素。马
克思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
是社会身上的赘瘤。”④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届时国家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将被彻底
抛弃，有人格的个体（ｄａｓ　ｐｅｒｓｏｅｎｌｉｃ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将自发联合为真正的共同体（ｗｉ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回顾百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可谓成绩斐然。不过，相对于马克思的

早年思想、《资本论》而言，国内学界对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文本为主体的国家起源理论的
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笔者看来，至少还可以做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对文本的研究。目前来看，这是最紧迫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所

涉及的诸多古典进化论者，除摩尔根之外，学界对其他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常识性的介绍上。即
便是摩尔根，随着他的理论在中国人类学界权威地位的丧失，近二十年来他的名字更多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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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板而存在。相对而言，国外理论界对摩尔根的研究是持续且逐渐深入的。①国内研究的匮
乏实难与其曾在中国影响甚巨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如前所述，这已严重阻碍了学界相关学科史
的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研究与批判当时的国家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
者始终是同步的。但目前已有的、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的细节性研究依然少见，谈到马克思恩
格斯国家理论的政治意义时更多的是高屋建瓴式的评价。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出现的研究马
克思人类学的热潮中，马克思“晚年的转向”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等大议题明显得到了更多
的重视，而具体到人类学理论的细节观点上的分析却乏善可陈。无论是《古代社会》与马克思
对它的摘录，还是《起源》，都值得更为细致的研究。
第二，加快研究视角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历史方法论意义自不待言，但

应将其放置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加以更为深入的考察。与历史学、人
类学的研究相比，政治学、哲学上的考察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反思作
为国家产生前提存在的“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详细研究过的“市民社会”之间的承继关系如
何，“国家的起源”何以成为问题及其与１９世纪关于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等
等。同时，还应结合现实探索其当代价值，当前对国家职能“两重性”的思考标志着研究开始转
向理论的实践意义。在恩格斯２００周年诞辰之际，积极推动上述研究工作将使我们更为深入
地把握他与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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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ａ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Ｅｔｈｎｏｓ，１４，Ｊｕｎ，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１４１８４４．２０１９．１６１９６０５。与摩尔根
关系密切的、且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过的斐孙，近年来也有澳大利亚学者海伦·贾德纳主持的项目“斐孙与豪伊特的人类
学：用新方法揭示未开发的学术财富２０１６－２０１９”来专门研究。目前相关最重要成果为 Ｈｅｌｅｎ　Ｇａｒｄｎ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ｃｏｎｖｅｌ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ｓ　Ｋａｍｉｌａｒｏｉ　ａｎｄ　Ｋｕｒｎａｉ，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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